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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双重差分方法 

郑新业 

关键词： 省管县 分权 经济增长 双重差分 

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Abstract：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iscal reform on economic growth. Our major finding is that the 

“Province-Manage-County” reform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ounties directly governed by province govern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at the practice severs the first try to use quasi-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fiscal reform on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also has implication for 

policy-makers in that our finding does not constitute a support to the on-going fiscal reform 

in China.  

Keywords：Province-Manage-County, decentralization,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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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公共部门经历着五级政府向三级政府转变的重大变革。2001 年前

后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大幅度压缩了乡级政府的各项职能。而随后几年中，各地陆续开

展了“省直管县”改革，地级市的职能因此大受影响。从内容上看，“省直管县”改革实质

是将市本级政府在收入、支出、转移支付，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治理外部性方面的职能向部

分县市转移。研究这一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分权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省直管县”改革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减少政府层次方面，“省直管县”，弱化地级市

政府只是方向之一。改革的另外一个方向则是弱化县级政府职能，将县级政府的职能交由市

本级政府实施，我们姑且称之为“去县强市”。弱化县政府，强化市级政府的做法能相对更

好地实现公共物品提供时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减少行政成本；也能相对减少税收竞争和

支出竞争。按照现行省直管县的做法，其实是弱化市级政府作用，强化县级政府作用。 

财政部 2009 年在总结各地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

政改革的意见》，宣布在 2012 年底前，力争在全国民族自治地区之外全面实施省直接管理县

财政。从各地过去几年的实践看，“省直管县”改革包括财政分权，以及与之伴随的经济管

理权力下放两个部分。前者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分市、县的收入范围和支出范围；将财政收

入和支出从市级政府向县级政府转移；取消了市县之间的日常资金往来关系，直接实现省财

政与直管县财政的直接联系。后者的核心内容是将一些关系资本形成、劳动供给以及技术进

步等经济政策的制定权从市级政府下放到被直管的县级政府。该改革的基本目的在于理顺省

以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解决县乡的财政困难局面，从而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增强县域

经济活力。从各地实践上来看，“省直管县”改革不仅对市县财政的规模和结构有重要影响，

而且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对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程度都产生了影响。鉴

于此，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有必要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评估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在

改革可能产生的若干效果之中，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改革有否实现其“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这一重大目标。也即，改革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 

更深入来看，政府收入与支出由哪一级政府来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

“省直管县”的改革中，政府财政职能和管理经济的权力从地级市下放给被直管的县级政

府。直管县的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义务都因此增加。县级政府之间业已存在的税收、开支

以及吸引企业等方面的竞争将可能进一步加剧。例如，被直管县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所占

比重上升会进一步强化他们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优先获得用地指标、项目审批权限加大等

权力使得被直管县的竞争工具更多。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是双重的。在有利方面，竞

争会导致税负下降，有利于资本形成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竞争也会形成更

有利于企业扩张的支出结构（Keen and Marchand, 1997），从而对企业提高产出，降低成本

有帮助。竞争还会提高政府效率，而高效率的政府对企业的形成和扩展也有积极影响。当然，

政府竞争也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支出义务从市级政府向县级政府转移，县级政府之间的支

出竞争会产生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的后果。例如，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社会救助，地方政府

之间的策略互动会导致救助水平低于社会最优值（Wheaton, 2000）。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

导致教育、医疗、福利项目等方面的开支较低。这些显然是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进一步来看，从理论上，政府权力的下放或者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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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不仅如此，经验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例如，（Oi，1992; Qian and Weingast，1997; Lin 

and Liu，2000; Qian，2000）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的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Thieen ，

2003)利用西欧和中等收入国家数据，发现分权显著地影响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

（Yang，1997; Zhang and Zou，1998; Steinfeld，2000; Young，2000; Jin and Zou，2005)关于中

国，（Davoodi and Zou,1998） 对包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样本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

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在政策评估之外，中国的“省直管县”改革构成的“自然实验

（natural experiment）”为我们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提供了独特机会。一直以

来，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方面，内生性问题在回归中鲜有处理（Iimi, 

2005, P.451）。事实上，内生性常见的来源都不难在分权与增长的文献中发现。例如，和一

般的增长回归模型相比，分权与增长的回归经常忽略了部分或者全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

因素。由此而引起的缺失变量问题（omitted variable problem）是众所周知的内生性原因。

新近的研究开始使用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Iimi, 2005；Gemmell et al.，2009)。但是，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仅仅依靠计量技术本身来消除经验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并不容

易。理想的情形是在某一个地区，财政或经济管理权限从上级政府仅仅向其所属的一部分下

级政府转移。至于这些下辖的政府中，哪些被选取则取决于随机因素。显然，这一政策变化

构成了一个自然实验。而这样的自然实验对研究分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情形（Fiva, 2006)。 

一般而言，自然实验包括的要素有：一个政策措施（treatment），一个观察到的结果

（outcome），一个对照组(control group)。在评估“政策措施”对“结果”是否发挥作用时，

对照组充当一个参照系。而一个“准自然实验”和自然实验的区别在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选

取是否随机。河南省的“省直管县”可以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Quasi-experiment）”。

在这一政策变迁的过程中，财政与经济决策权的下放可以看作一个“政策措施

（treatment）”。对于两个各方面情形都相似的县来说，这里的“政策措施”就是“财政

职能与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被直管的县。这里的“结果”是以受政策影响的县和没有受政

策影响的县之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来衡量。若说一个结果是成功的，含义就是被直管

县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幅超过那些没有处理的县。 

如前所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研究上都无法得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肯定结论。然

而，对于如此重大的改革，“省直管县”在各地的实施之前，学术讨论和政策辩论并不多见。

“省直管县”改革实施以后，对改革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的经验研究也非常少见。有限的对改

革效果的分析大都将被直管县的经济绩效看作改革成功的标志。众所周知，简单连接改革措

施和被直管县绩效的做法并不恰当。这样的做法无法排除其他政策或是整体经济的影响，因

而是无法衡量改革真实效果的。因此，采用经济学中专门分析政策效果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

“省直管县”的效果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利用河南省的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

分方法估计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被直管

县，被直管县的实际 GDP 增长率每年提高约 1.33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基于河南省的数据，

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更多的财源、更多的支出责任，以及更多的管理经济的权力对被

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1
 更为重要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

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这一论述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省直管县将从财政领域扩展。地级市政

府的职能将大为弱化直至消失，中国的三级政府体制将有可能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若考虑到这一背景，

评估省直管县的改革效果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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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市级和县级政府在中国公共部门中的作

用，提供理解政策变化效果的背景信息。在第三部分，我们讨论双重差分方法，并检验运用

这一方法研究河南省直管县效果的适用性。第四部分是回归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第五部分

报告主要回归结果。第六部分讨论增长的来源。文章最后简要讨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省直管县”：财政与经济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

机制 

现行架构中，我国的行政结构共包含有五级政府：1 个中央政府，34 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333 个地级市，2861 个区县和 50769 个乡镇。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市本级政府和县级

政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 2005 年为例，在财政收入方面，市本级和县级政府一起在

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63%、62%、55%和 53%(具体

数据见附录表一)。而在支出方面，这两级政府所占份额更大。仍以 2005 年为例，在政府主

要职能的基本建设支出、支农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补助和行政管理费方面，市本级和

县级政府所占比重依次为 60%、61%、70%、58%和 68%（具体数据见附录表二）。 

河南省市本级与县级政府在公共部门中的作用较全国一般水平更高。例如，2005 年，河

南省地市级财政收入占河南省总收入的 39%，县级财政收入占 38.5%，其中税收收入地市级

占 42.8%，县级占 34.5%，非税收入地市级占 27.4%，县级占 45.6%。税收收入中几大税种（增

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地市级占比 40%左右，县级占比 35%左右（具

体数据见附录表三）。不难发现，河南省地市级和县级政府的收入之和在全省收入中占比很

大，接近 80%。而在支出方面，2005 年，河南省地市级财政支出为河南省财政总支出的 24.3%，

而县级财政支出占比 48.2%。基本建设支出地市级占 30.6%，县级占 45.1%；在教育、医疗

卫生、农业支出中地级市占比都不到 25%，而县级占比均超过了 50%（具体数据见附录表四）。

从上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是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承担者。 

收入和支出的情况都表明河南省市本级和县级政府在公共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承担着

提供大部分本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以及管理

经济权力的下放显然会影响市、县两级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和能力。 

如前所述，“省直管县”政策有多重目标。对于“发展县域经济活力”这个目标而言，

利用河南省数据来估计政策效果是较好的选择。这是因为河南省在选择省直管县中，明确排

除了经济增长率作为选择标准2。河南省共计 108 个县（市），2004 年，省政府颁发《中共

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采用逐步试点省直管县改革

的方法，《意见》中指出综合考虑各县市在区域生产力布局中的地位、经济总量、财政实力、

工业基础、城镇化水平、经济特色和发展潜力，以及省本级财政的承受能力，对巩义市、项

城市、永城市、固始县、邓州市等 35 个县（市）扩大管理权限。同年，河南省发改委根据

这一《意见》详细给出了扩大县（市）管理权限的具体改革内容。2009 年，河南省政府颁

发了《关于完善省与市县财政体制的通知》中，增加了兰考、宜阳等 15 个县为省直管县。

到目前为止，试点改革县（市）共为 49 个。 

                                                             
2
 对于评估政策效果的“双重差分”而言，确立直管县的选择过程的“随机性”是实施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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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直管县”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二。第一，市本级政府和被省直管县财政脱钩。市

本级政府不能从被直管县获得财政收入；其支出义务也相应取消。换句话说，随着财政收支

职能从市本级政府下放到被直管县，更多的财源，更多的支出义务使得这些县的财政收入规

模和支出范围相应扩大。第二，被直管县获得了属于市级政府拥有的经济发展相关各项政策

的决定权3。那么，这一省直管县改革措施如何影响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政策

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技术进步。相应地，我们也从这

个角度分析省直管县的财政分权与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如何影响经济增长4。 

我们首先讨论财政分权对被直管县的影响。省直管县改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被直管县

辖区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共享收入不在与市级政府共享。这些被

直管县，和过去相比（以及那些没有被直管的县相比也是如此），招商引资的“回报率”相

应提高，而在支出行为上，可能更多地投入基本建设，以利已有企业的扩张和吸引外地企业

到本地，从而扩张本地的税基（陶然等，2009）。 

改革使得被直管县获得了过去属于市级政府享有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些权限为这些县发

展本地经济、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提供了新的竞争工具。这些新的措施因此都会有利于本地

经济的扩张。在已有企业规模扩张、结构改善方面，被直管县既可以利用改革赋予的税收政

策权限，降低企业的成本；也可以利用新增加的财力，更多地增加本地基建开支，帮助企业

降低投入。地方政府这两个方面的作为，都有利于本地企业扩张。 

相对于刺激本地已有企业的规模，省直管县政策在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方面作用更大。

有了这些政策，和同一地级市内部其他兄弟县市相比，被直管县得以获得新增加若干招商引

资工具，招商引资能力因此相对大为提升。这些政策工具中，最为重要的是税权的扩大。按

照规定，对耕地占用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营业税政策减免等多种税收减免可由县（市）

地税部门按政策规定直接办理。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改革县享有对外商先进技术企业所得税

减免申请的直接审批权利，对企业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抵免企业所得税

申请直接受理。大量的研究表明，税收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Buss, 2001；Dembour, 

2008；Papke, 1991)。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税收上的差别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

影响。在现实中，河南的省直管县和其他县市相比，资本存量、劳动力、技术水平等方面都

很相似。因此税收减免，即便在边际上的减免都会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理

解，税收减免构成了部分企业从一般县市向被直管县迁徙的诱因。 

其次，项目审批权限扩大、审批时间缩短，提高了被直管县的相对竞争力。这十大扩权

政策使改革县能够直接向省有关部门申报原先需要经过省辖市向省有关部门上报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申报投资补助的建设项目、建设用地以及土地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等用地，并

且享有省辖市权限内的各类证照发放权利以及企业登记管理权限，上述这些经济管理权限的

扩大提高了被直管县的投资环境，有利于资本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不难看出，财政分权与经济管理权力下放，使得省直管县在刺激本地经济和招商引资方

                                                             
3
 具体到政府文件中，河南省详细规定了在十个方面扩大县（市）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这十个

方面分别是：(1)计划直接上报；(2)财政直接结算；(3)经费直接划拨；(4)税权部分扩大；(5)项目直接申

报；(6)用地直接报批；(7)证照直接发放；(8)统计直接报送；(9)政策直接享有；(10)信息直接获得。 
4
 相对于被直管县而言，那些未被直管的县市因为市本级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而受间接影响。第一，被

省直管的县因财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获得的竞争优势会对这些县市产生不利影响，经济活动会因此存

在从普通县向被直管县之间转移的趋势。第二，市本级财力的下降会威胁市级政府的支出行为以及支出结

构。下降的财政规模会减少市本级政府的支出能力，没有被直管县获得的市本级政府支持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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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获得了竞争优势。本地企业的扩张以及外地企业的迁入会促进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不过，

被直管县在获得竞争优势的同时，改革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例如，

被直管县无法从市本级财政支出中获益。不仅如此，地方公共物品提供和污染治理等大量需

要市级政府协调。由于其他没有被直管县市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市本级的收入和支出，指望

市级政府完全中立是不现实的。被直管县因此可能需要分摊更高的成本，更多的责任等。 

其次，市级政府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抵制这些改革的实施、或者截留权力

和项目。再者，现行的制度难以保证新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被直管县可能将更

多的收入用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资本形成不仅起不到促进作用，甚至有负面的影响。另

外，从长期看，随着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扩大，各个县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会降低失业保

险等有关社会保障标准，另一方面会使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例如，从前由市负责修的公

路变成各个县负责后，道路的规划会因各方博弈而达不到最优设计），这两个方面都会影响

到长期经济增长。综上所述，河南省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当地县市经济发展既有利的一面，

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总体效应需要进行合理的评估。 

三、研究设计 

（一）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要研究“省直管县”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需要比较被直管县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

段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影响改革后被直管县经济增长的因素有

多种。更多的财源、更多的支出责任，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应该会对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有

影响。但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受宏观经济因素，以及气候、自然灾害等影响。例

如，宽松的货币政策、较低的汇率等对所有地方的经济增长都有提升作用。而暴雪、干旱等

影响运输和供水因素，从而减缓经济增长。显而易见，仅仅依据被直管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来

判断改革是否成功是有问题的。一个“省直管县”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背后的原因并非财

政和经济分权，而可能是宏观政策造成的；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也并非一定是改革的后果，

而是其经历的负面冲击，如暴雪与干旱等，造成的。因此，和其他评估政策效果的研究一样，

考察“省直管县”改革是否促进了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我们也有必要引入双重差分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评估政策效果的研

究方法。国内外有大量基于此方法的经济学文献。在国际方面，广为引用的是(Eissa and 

Liebman,1996)的研究。利用这一方法，两位作者发现，美国 1986 税制改革提高了单身有孩

子妇女的劳动参与率。(Card and Krueger, 1994）利用新泽西和宾夕法利亚的快餐行业数据，

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就业。(Baker et al., 2008)也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儿童抚养补贴

对儿童母亲劳动供给和家庭福利的影响。在国内文献方面，（周黎安和陈烨, 2005）研究了中

国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徐现祥，王贤斌和舒元, 2007）研究了省长交流

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双重差分模型设置的具体方法，就是构造由省政府直管的“直管组”和其他没有被直管

的“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比对政策发生后直管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从而检验

政策效果。我们用实际 GDP 增长率（Yi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变量“直管组（directit）”反

映所关注的县市是否为直管县，取值为 1 代表该县是被省直管的县，取值为 0 代表非直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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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量“改革时间（timeit）”反映改革的进程，于省直管县政策实施的当年和此后取值 1，

否则为 0。为了检验改革效果，我们设立交互项，“省直管县改革政策（didit）”，它是“直管

组（directit）”和“改革时间（timeit）”的交叉项。这一交叉项的取值情况是，“直管组”

和“改革时间”两个哑变量同时取 1 时，这一变量取值为 1，其他情况为 0，以衡量“省直

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i 代表各个县，t 代表时间）。 

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4 组： 改革前的直管组（directit = 1，timeit  = 0）、

改革后的直管组（directit = 1, timeit = 1）、改革前的对照组（directit = 0，timeit = 0）和改革后

的对照组（directit = 0, timeit = 1）。  

则双重差分模型为： 

     Yit = β0 + β1directit + δ0timeit + δ1didit + εit         (1) 

其中 β1 控制直管组与对照组之间的不同，δ0 控制时间对直管组和对照组带来的共同冲

击，δ1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变量，是可以反映改革效果的系数。具体解释如下： 

对于对照组，即 directit = 0 由式（1）可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分别记为， 

               当 =0 改革前 

             当 =1 改革后 

因此，在改革前后期间，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的变动为 δ0。δ0反映了该省前述宏观因素、

或者负面冲击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对于直管组，即 directit = 1， 由式（1）可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分别记

为， 

       +              当 =0 改革前 

           当 =1 改革后 

可见，在改革前后期间，直管组的经济增长的变动为 δ0 + δ1。 因此，省直管县改革政

策的“净影响”为，δ0 + δ1 - δ0 = δ1，即交叉项 didit 的系数 δ1。如果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

有正的效应，那么 δ1 的符号就是显著为正；反之则为负。这样处理后，那些影响河南全省

的一般性因素如宏观政策、以及气候、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被剔除，研究者可以更

准确估计财政与经济分权对被直管县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二）双重差分方法适用性检验 

如上所述，应用双重差分的目的就是要剔除那些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就研究而言，要剔

除非政策影响，首要任务就是确认“省直管县”的选择过程是随机的。如果有(未被观测到

的) 与我们关心的被解释变量相关的因素同时影响到一个县是否被省直管，那么没有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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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就不构成有效的对照组。另外一个关键之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系。换句话说，

对照组和直管组在改革前具有相似的特征。如果忽略对照组的选取会对我们的估计结果产生

较大偏误。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个假设进行检验。 

1、 假设前提一： 省直管县的选取是否随机 

河南省在《意见》中指出了选取改革县的标准，包括各县市在区域生产力布局中的地位、

经济总量、财政实力、工业基础、城镇化水平、经济特色和发展潜力，以及省本级财政的承

受能力。在对试点县的特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批省直管县（市）中，根据 GDP

总量来看，其中 35 个扩大管理权的县（市）中有 24 个位列 GDP 总量前 30，其余部分县（市）

也高于平均水平。根据财政收入总量指标衡量，前 40 的县(市)中，列入省直管县的有 28 个，

除淇县位列 103，比较靠后外，其余 5 个县（市）排名在 50 到 60 之间。因此，河南省在第

一批改革中，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是人口较多，区位重要的县（市）作为改革的试

点县。 

我们采用 Logit 模型来检验河南省选取改革县的选择标准。选取 1999 年到 2003 年还未

实行改革前的各县市数据（样本为河南省全部 108 个县市，河南省的改革在 2003 年进行），

我们以“是否为直管县”为应变量，选取政府文件中提到的条件“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以及“人均财政收入”为解释变量；考察这些因素是否影

响一个县被直管。另外，我们还选取“经济增长率”是否是影响选择标准的因素。显然，若

经济增长率高低影响一个县是否被直管，我们将面临难以处理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在所有

的 logit 回归中，我们都以“年末总人口”和“第一产业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省直管县”

的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1。 

表 1 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财政收入 0.000315***     

 (6.32)     

生产总值  0.00000490***    

  (3.95)    

人均财政收入   0.0193***   

   (6.26)   

人均生产总值    0.000454***  

    (5.05)  

GDP增长率     -0.0367 

     (-0.25) 

第一产业比重 -11.55*** -13.51*** -10.78*** -11.86*** -18.25*** 

 (-6.73) (-7.74) (-6.24) (-6.68) (-10.31) 

常数项 -1.136* 0.0117 -4.280*** -2.939** 1.456*** 

 (-2.16) (0.02) (-4.57) (-3.19) (3.47) 
Pseudo R2 0.4749 0.4236 0.4424 0.4029  0.4029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432 

注：括号内是t值，*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从以上回归结果看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口总量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之后，地区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的系数都在 1%程度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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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县、财政大县等的确相对更容易被挑出来被省直管。不过，从表 1 的最后一栏“回归

（5）”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了省政府挑选那些县作为直管

县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率高低为依据。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为 GDP 增长率，而一个县的经济

规模大小，财政收入高低和其经济增长率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由此确立了本研究样本选

择的随机性，而这一随机性正是“双重差分方法”必须满足的前提。 

2、 假设前提二：直管组与对照组改革前实际 GDP 增长率走势是

否有相同趋势 

表 2 是我们选取的直管组和对照组历年实际 GDP 增长率组平均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历年直管组的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都高于对照组。 

表 2 直管组和对照组历年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非省直管县 0.089 0.097 0.1 0.113 0.143 0.154 0.157 0.153 

省直管县 0.094 0.1 0.106 0.126 0.165 0.18 0.178 0.163 

DID 应用的前提假设二认为，尽管直管组与对照组存在差异，但是只要在改革前它们的

发展趋势一致，即直管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是固定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对照组是直管组的

合适的“实验”对照组。直管组和对照组 2000-2007 年的 GDP 增长率走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直管组和对照组实际 GDP 增长率，2000 -2007 年

 

更进一步，我们以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的差分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直管组（direct）

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研究直管组和对照组在 2004 年之前的实际 GDP 增长率趋势的特征。

回归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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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革前两组实际 GDP 增长率差异回归 

  GDP 增长率差分 

直管县 0.00227 

 (0.37) 

常数项 0.00823* 

 (2.09) 

观测值 144 

回归结果说明直管组的县市在改革之前与对照组的县市没有明显的差异，显然，改革的

外生性这个结论进一步得到支持。 

四、回归模型设定和数据选取 

（一） 回归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讨论，我们用模型（1）作为对河南省“省直管县”改革效果估计的计量方

程。为了更好的估计“省直管县”的政策效果，我们还控制了文献中确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

其他因素。以(Mankiw et al., 1992)为基础，我们选取了地区总人口增长率（poprateit）控制

劳动力因素对产出的影响；选取固定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invit）来控制投资增长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选取第一产业比重（gdpstrucuit）反映当地县（市）的经济结构，一般认为第一

产业比重较大的区域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另外，我们选取各县市 1999 年 GDP 值

（gdp1999it）来反映各个县市起始经济发展情况。 

将财政与经济分权的政策影响和上述人口增长、投资，以及初始经济条件一并考虑，我

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来刻画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Yit = β0 + β1directit + δ0timeit + δ1didit + β2poprateit + β3invit + β4gdpstrucuit  + β5gdp1999it + εit  (2) 

其中，i 代表各个县，t 代表时间。回归等式（2）添加了控制变量，以便更加准确估计

政策效果。虽然式（2）表现为面板数据形式，但是鉴于时间跨度只有两年，使用面板回归

并不能显著提高模型估计精度，这里我们应用混合 OLS 进行估计。 

（二）变量来源及描述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于河南省统计局提供的关于 2000-2008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的各

县（市）统计数据部分。河南省共计 108 个县（市），2004 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列为省直

管县的有 35 个县市。根据前文对对照组选取的探讨，为了保证双重差分方法应用的两个前

提假设，我们从 35 个列为省直管的县中选取了 20 个作为直管组，从 73 个非改革县中选取

27 个县作为对照组5, 共计 47 个观察值。我们将改革前的 4 年数据和改革后的四年数据分别

取平均值。表 4 是我们选取的主要指标的描述统计。 

                                                             
5
 直管组和对照组的选择办法请参照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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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增长率 94  0.13  0.04  0.07  0.21  

直管组（direct） 94  0.43  0.50  0  1  

改革时间（time） 94  0.50  0.50  0  1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did） 94  0.21  0.41  0  1  

地区总人口增长率（poprate） 94  0.00  0.03  -0.10  0.17  

固定投资额占 gdp 比重（inv） 94  0.29  0.22  0.03  0.82  

第一产业比重（gdpstrucu） 94  0.25  0.12  0.03  0.53  

1999 年 GDP 总量（gdp1999） 94  324878  165730  99345  680166  

 

五、回归结果 

对等式（2）进行混合 OLS 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 1999 年 GDP、固定投资额占 GDP

比重、地区总人口增长率、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等变量，“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的估计值

为 0.0133,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控制变量的符号都与我们预期相符。例如，固定投资额

占 GDP 比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 0.0342；地区总人口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第一

产业比重的估计系数为-0.077，且在 1%水平下显著；1999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控制变量

的系数为负，且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具体情况见表 5）。 

表 5 两年份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gdprate 

direct 0.00633 

 (1.02) 

time 0.0371*** 

 (4.14) 

did 0.0133* 

 (1.73) 

poprate 0.00659 

 (0.09) 

inv 0.0342* 

 (1.81) 

gdpstruc -0.0767*** 

 (-3.91) 

gdp1999 -3.53e-08** 

 (-2.37) 

constant 0.128*** 

 (13.79) 

N 94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10%、5%和1%显著水平分别用*、**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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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常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干变量之后，和那些没有被直管的县相

比，被直管县 2004 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快 1.33 个百分点。这一发现表明，河南省的省直管

县改革的确对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六、增长源泉：财政还是经济分权？ 

按照我们前述对河南改革两个主要内容的分析，人们自然会问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

1.33 个百分点究竟来源于财政分权，还是经济分权？厘清增长的来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若 1.33 个百分点增长源于财政分权，则表明支出责任从市本级进一步下放给县级政府，各

个县级政府的决策能更好地切合本地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正面效应超过了原体制下公共物

品提供的效率，即由市本级政府支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调带来的益处。在

这样情况下，这样的效应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若增长的源泉来源经济分权，则表明经济

增长可能是经济活动从其他县市向被直管县县市转移。若如此，当改革在未来覆盖所有县的

时候，改革带来的增长效应将会消失。 

厘清增长的来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梳理河南省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是能发现一

些机会。如前所述，财政分权之后，更多的收入从市本级下放给县政府。与此相对应，更多

的支出责任也下放给了地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河南省的这一改革并没有改变税率；改变

的仅仅是税收在市县之间的分成比例。因此，从企业的角度看，税率没有改变，资金回报率

就没有变。如前所说，由于税收分成比例上升，收入权力下放使得被直管县扩大本地经济规

模，从而获取税收收入的“回报率”变高了。因此，收入一侧权力的下放仅仅改变了县政府

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对其刺激本地经济的能力，以及本地企业扩大规模的能力并没有明显

影响。 

而在支出一侧，责任的下放并不必然意味被直管县有能力从事有助于企业经济活动扩张

的道路、桥梁、能源等基建设施。即便这些被直管县有能力如此，从逻辑上建立支出基建设

施和被直管县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我们还需要克服另外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时间跨度。

我们知道，基建设施大都需要较长的跨度完成。基于已有数据，即便 2004 年改革之后，被

直管县立即将所增加的全部财力用于基建支出。而道路、桥梁等设施能在几年之内完成已属

不易。这些设施立即为企业所用，并促进经济增长更是难上加难。更大的障碍还在于，政府

的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理论上和经验研究的结论都是不一致的。 

在理论方面，以 Solow 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包括税收和

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并无直接影响。例如(Judd, 1985; Chamley, 1986)认为政府政策决定的是

产出水平而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率。与此相反，(Barro, 1990;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Mendoza, Milesi-Ferretti et al., 1997)等研究认为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政府财政收入中绝大部分来自税收收入，而税收会对劳动供给、资本形成以及技术进步产生

负面影响，从而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即能用于提供私人部门

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道路的修建），又可以直接进行投资，所以会对长期经济增

长率有正的影响。因此，政府的规模和结构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一个确定性的关系。 

在经验研究方面，对支出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一致的结论。例如，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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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方面，(Landau, 1986; Barth and Bradley, 1987; Barro, 1991; Jones, 1995)等认为政府公共支

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是不显著的。当然，也有研究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和

公共投资中交通和通讯投资对经济增长是有显著正影响(Barro, 1991; Easterly and Rebelo, 

1994; Kneller, Bleaney et al., 1999; Bleaney, Gemmell et al., 2001; Romero-ávila and Strauch, 

2008，Devarajan, Swaroop et al.，1996)。另外，有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

有显著负影响(Landau, 1983; Grier and Tullock, 1989; Alexander, 1990; Barro, 1991; Kneller, 

Bleaney et al., 1999; Romero-ávila and Strauch, 2008)。 

表 6 至表 8 的数据为我们具体地展示了对照组和直管组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财政支

出的变化，所选样本为我们回归分析中的 47 个县市。一方面，教育事业费和社会保障支出

分别占财政支出之比在两个组保持一致，且在改革后都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在改革前，

对照组和直管组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也大体一致，并保持同步增长，改革后，直

管组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高于对照组。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省直管县”改革确实对

直管县的支出决策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发现受到直管的县市提高了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总

支出中的比重。然而，即使直管组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之比在 2005 年达到了最高值

的 7.9%，但也仅仅比对照组高了 2.2%个百分点，再考虑到基础建设的时滞效应，我们认为

短期内这些变化难以影响到实体经济。 

表 6 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历年均值 

direct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对照组 - 0.039  0.043  0.069  0.054  0.057  0.057  - 

直管组 - 0.033  0.049  0.057  0.056  0.079  0.063  - 

表 7 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历年均值 

direct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对照组 0.33  0.30  0.27  0.25  0.24  0.22  0.22  0.24  

直管组 0.23  0.28  0.27  0.25  0.24  0.22  0.22  0.25  

表 8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历年均值 

direct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对照组 0.02  0.02  0.04  0.04  0.03  0.02  0.02  - 

直管组 0.02  0.03  0.04  0.03  0.03  0.02  0.02  - 

注：“-”代表数据缺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河南省改革中的财政分权，无论是是收入，还是支出，对被

直管县的经济增长缺少影响的渠道。 

由于回归等式（2）中“TIME”项控制了能影响河南全省的趋势项，如较低的利率以及

对河南农产品较为旺盛、稳定的需求等因素。这些促进被直管县已有经济活动扩张的因素也

会同时影响其他的没有被直管的县。这些因素因此无法解释“省直管县”改革带来的 1.33%

个百分点的增长。 

探究 1.33 个百分点来源，我们还有一个候选因素——经济政策权力的下放。回头再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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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省直管县改革中让被直管县享有市级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以及这些权限下放给被直管

县带来的竞争优势。河南省的改革中，赋予了被直管县过去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而

那些作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的没有被直管的县则没有这些权限。这些经济管理权限中，

其中四项和经济增长较为密切。第一项就是用地指标问题。在当今中国用地指标十分紧张的

背景下，被直管县享有“建设用地以及土地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等用地可以报省有关部门审

批”；更为重要的，是优先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第二，被直管县获得了直接发放证照，以及

企业登记管理权限。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申报投资补助的建设项目直接向省有关部门

申报。第四，税收优惠、减免、退税的权限下放。被直管县获得了如耕地占用税减免、企业

所得税减免、营业税政策减免，以及技术改造项目抵免企业所得税直接办理等权限，并由县

地税部门按政策规定直接办理。 

在当前的背景下，上述被直管县获得的四个经济管理权限使得这些县，在和其他相邻县

市竞争的过程中，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对企业而言，用地指标是很多企业发展的瓶颈。用地

指标被市本级政府截留的例子并非少见。优先获得用地指标用吸引那些对土地需求较大的企

业从其他土地指标紧张的县转移到被直管县。而证照发放，企业登记等权限也会大大降低企

业的时间成本，从而对其他县市的企业构成引力。而投资项目和投资补助等直接向省政府申

报不仅会减少企业的时间成本，更直接关系企业投资是否获得批准以及补助等。而税收的减

免对企业的竞争力、乃至市场份额，以及投资回报更有直接的影响。若考虑到被直管县分布

与各个地级市辖区之内，这四项政策造成的差别尤其重要。在一个地级市辖区内，地理、交

通、气候、体制等因素高度一致，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别使得被直管县更有吸引力。给定这样

的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存在经济活动从其他县市转移到被直管县的可能性。当然，若果

真如此，那些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企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周围县市移入被直管县。经济分

权造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再配置递减并逐渐消失。 

从技术的角度看，若将回归等式（2）中的交叉项分解为改革后的四个年份，各个年份

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的变化因此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信息。若上述分析是对的，则随着改革

后各个年份的推移，年份的系数将逐渐越来越小。具体说来，我们选取 4 个年份虚拟变量来

反映政策在改革后各个年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以“(did200i, i = 4, 5, 6, 7)”分别表示实

验组的县处于改革后 200i 年取值 1，否则为 0。和回归等式（2）一致，我们也控制了其他

常规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我们因此有了新的回归方程： 

Yit = β0 + β1directit + δ0timeit + δ1did2004it + δ2did2005it + δ3did2006it + δ4did2007it + 

β2poprateit + β3invit + β4gdpstrucuit + αi + εit    （3） 

改革前，对照组情况是：Y00 = β0;而直管组情况是：Y01 = β0 + β1。改革后，t = 2004 年，

对照组情况是：Y0,2004 = β0 + δ0,管组情况是：Y1,2004 = β0 + β1 + δ0 + δ1。不难发现，δ1 =  (Y1,2004 

- Y10) - ( Y0,2004 – Y00)就是政策在 2004 年的效果。其他年份情况以此类推。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进行改

革的县市，被直管县的实际 GDP 增长率每年都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第一，did2004 的

系数不显著；did2006 系数的估计值小于 did2005 的值。这表明改革的效果在第三年有所减

弱，特别是“did2007”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政策的持续效果为 3 年（具体情况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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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率) 

direct 0.00851 

 (1.49) 

time 0.0367*** 

 (6.36) 

did2004 0.0132 

 (1.65) 

did2005 0.0231*** 

 (2.98) 

did2006 0.0179** 

 (2.31) 

did2007 -0.000597 

 (-0.08) 

poprate2 -0.0809 

 (-0.86) 

inv 0.0380*** 

 (2.85) 

gdpstruc -0.0592*** 

 (-3.16) 

gdp1999 -3.80e-08** 

 (-2.54) 

constant 0.124*** 

 (14.01) 

observations 376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10%、5%和1%显著水平分别用*、**和***表示 

七、结论 

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我们评估了河南省 2004 年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河南省的改革为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自

然实验”。就我们所知，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回应了(Fiva,2006)提出的研究分权需要自然实验

的呼吁。较好解决了以往研究中难以处理的内生性之外，利用同一个省的数据，我们还大幅

度改善了困扰以往跨国数据研究中存在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异质性问题。在这类研究

中，那些对增长至关重要却难以度量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往往构成了估计偏误的源泉。基于

上述两个理由，和已有研究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相比，本研究的估计结果更为可靠。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我们的评估结论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尽管我们发现了财政和经济

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的分析表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分权；而非

税收收入和支出项目的下放。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权引致的增长中，如何区分增长的来

源究竟是被直管县已有企业因为经济分权导致的的经济扩张，还是周围企业的迁入？若是前

者，分权带来的效应应该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若是后者，分权带来的效应就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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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表明，被直管县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周围县市。被直管县获得的更具吸引力

的经济政策，吸入了其邻县的经济活动。我们的研究结果因此无法支持省管县改革向全国推

行。 

附录一 直管组和对照组的选取办法 

    我们选取直管组和对照组的具体方式如下，基于我们研究重点，将被解释变量“实际

GDP 增长率”作为我们衡量两组是否具有相似特征的参照变量，数据集为 2000 年至 2003

年。 

第一步，对于任何一年出现负实际 GDP 增长率的县市直接从数据集中去除，共排除了

25 个县市（孟津县、修武县、清丰县、舞阳县、卢氏县、社旗县、新野县、睢县、宁陵县、

柘城县、夏邑县、罗山县、光山县、商城县、息县、扶沟县、西华县、商水县、沈丘县、郸

城县、太康县、鹿邑县、项城市、正阳县、汝南县）； 

第二步，计算第一步排除后剩下县市中直管组 2000 年的实际 GDP 增长率平均值，对直

管组中偏离平均值较大的县市直接去除,去除标准是实际 GDP 增长率偏离组平均值 60%及以

上,共排除 1 个县市（义马市）； 

第三步，计算前两步排除后所剩县市中直管组 2001 年的实际 GDP 增长率平均值，对直

管组中偏离平均值较大的县市直接去除,去除标准是实际 GDP 增长率偏离组平均值 60%及以

上,每排除一个县市后，重复进行这一方法，直到所有直管组县市实际 GDP 增长率在平均值

上下 60%以内。共排除 6 个县市（偃师市、长垣县、辉县市、博爱县、沁阳市、孟州市）； 

第四步，通过对直管组 2002 年和 2003 年采取上述同样操作，共排除 4 个县市（伊川县、

巩义市、新安县、潢川县）。 

第五步，通过对对照组 2000 年至 2003 年采取上述同样操作，一共排除了 24 个县市（杞

县、通许县、开封县、兰考县、栾川县、嵩县、汤阴县、新乡县、获嘉县、原阳县、封丘县、

卫辉市、武陟县、温县、濮阳县、民权县、虞城县、淮滨县、淮阳县、上蔡县、平舆县、确

山县、泌阳县、新蔡县）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共选取了 20 个县市作为直管组，27 个县市作为对照组。 

附表 1，2005 年主要财政收入项目分级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收入项目 数额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乡镇级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增值税 2644 586 22 962 36 721 27 375 14 

营业税 4103 1123 27 1500 37 1020 25 460 11 

企业所得税 1745 639 37 627 36 335 19 144 8 

个人所得税 838 315 38 268 32 174 21 81 10 

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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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005 年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分级完成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支出项目 数额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乡镇级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基本建设支出 2675 1045 39 993 37 601 23 36 1 

支农支出 1645 425 26 294 18 713 43 213 13 

教育事业费 3730 629 17 726 19 1889 51 486 13 

社会保障补助 1581 649 41 588 37 329 21 15 1 

行政管理费 2419 314 13 663 27 982 41 460 19 

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2006》 

附表 3 

财政收入 省级 市级 县市级 乡镇级 

收入合计 8.8% 37.5% 38.4% 15.3% 

  税收收入 4.7% 40.0% 36.2% 19.1% 

    增值税 3.7% 40.4% 34.5% 21.4% 

    营业税 2.1% 43.3% 35.7% 18.9% 

    企业所得税 20.2% 39.2% 28.4% 12.2% 

    个人所得税  45.5% 37.1% 17.4% 

    资源税  10.4% 37.9% 5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0.2% 46.1% 39.6% 14.0% 

    房产税  27.5% 55.8% 16.6% 

    印花税  30.1% 42.5% 27.4% 

    城镇土地使用税  29.3% 49.6% 21.1% 

    土地增值税  24.5% 60.8% 14.8% 

    车船税  44.9% 30.6% 24.5% 

    耕地占用税  8.0% 61.3% 30.8% 

    契税  67.6% 24.6% 7.8% 

    烟叶税  0.0% 15.3% 84.7% 

  非税收入 19.4% 31.0% 44.3% 5.3% 

    专项收入 40.1% 30.0% 28.0% 1.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2.4% 31.0% 36.9% 9.6% 

    罚没收入 9.1% 21.9% 67.0% 2.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2% 46.4% 51.3% 2.1%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1% 42.6% 47.6% 4.6% 

    其他收入 2.3% 17.5% 63.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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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省级 市级 县市级 乡镇级 

支出合计 17.3% 24.2% 50.4% 8.2% 

  一般公共服务 18.0% 18.9% 42.5% 20.5% 

  公共安全 14.7% 38.8% 46.2% 0.3% 

  教育 10.6% 17.0% 69.8% 2.6% 

  科学技术 20.0% 30.7% 45.6% 3.7% 

  文化体育与传媒 20.7% 36.8% 37.2% 5.3% 

  社会保障和就业 21.5% 29.6% 43.1% 5.8% 

  医疗卫生 14.6% 19.7% 64.4% 1.3% 

  环境保护 3.4% 16.6% 78.2% 1.9% 

  城乡社区事务 0.2% 39.3% 50.7% 9.8% 

  农林水事务 19.0% 13.8% 54.0% 13.3% 

  交通运输 22.6% 13.6% 61.6% 2.3% 

  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 41.3% 31.9% 24.5% 2.3% 

  其他支出 12.7% 31.7% 40.9% 14.7% 

来源：《河南统计年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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